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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evitable and Difficult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Based to Rule-Based Governance in 
China 
Shaomin Li 
Old Dominion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has benefited tremendously from replying on the 
relation-based way of doing business and governance, as evidenced in its 
rapid economic growth up to now. However, further relying on the 
relation-based governance may eventually hinde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exacerbate inequality, resulting in political inst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given China’s cultural heritage and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 groups, can China shed its relation-based way?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from logical,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the 
inevitability and difficulty of China’s transition from relations to rules, 
and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transition or the lack of it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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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痛苦而必须的从关系到制度的转型 
李少民 
美国欧道明大学 
摘要：中国在早期阶段取得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在规则与制度缺失、
主要依赖以关系为本（relation-based）的治理方式（governance）；但
是，继续依赖关系型治理可能会阻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的研究
问题是：签于其文化遗留和其它社会制度环境，中国能否从关系型治
理向制度文本（rule-based）的治理转型？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是以理论证据和经验证据为基础的，探讨结论
如下：一，从成本/效益和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中国必须完成这一
转型；二，转型的主要障碍不是文化遗留，而是根深蒂固于以关系为
基础的体系且从此体系中获益的强大政治力量。 
中国政府官员必须认识到转型的必然性以及不完成转型的严重后
果，主动和平地进行转型。企业必须意识到以关系为本的方式可能正
在消退，并准备好在以制度为本治理下的合适运作方式。 
关键词：治理环境、关系为本、制度为本、转型 
 
                                                 
 作者感谢鲍姝吉（Rosey Bao）的中⽂翻译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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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 
⼆战后，亚洲经历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东亚，形成了所
谓的“亚洲奇迹”。除了⾼储蓄率和⾼投资率外，东亚经济发展模型
的另⼀主要优势就是普遍存在的家族企业 – 在家族企业⾥⾯所有
家族成员和谐有效地合作，不会担⼼谁的利益⼤谁的利益⼩。政策
制定者们和学者们称赞这⼀模型为“奉献式资本主义”（Porter 
1996）。 
但在 1997 年，⼀场强⼤的⾦融海啸席卷了整个亚洲，导致银
⾏挤兑以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这⼜引起了亚洲经济的衰退，即
后来的“亚洲⾦融危机”。这场危机成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之前和
之后看法的分⽔岭。政策制定者们和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东亚模
式：毕竟让⾸席执⾏官的配偶当⾸席财务官并让其⼉⼦当副总裁本
⾝似乎就是种不良管理⽅式，或是种“裙带资本主义”（Krugman 
1998）。 
亚洲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在同家公司⼀起⼯作的家庭成员
开始被称赞为“奉献”，⽽现在却被斥之“裙带”了呢？对于之前
的亚洲奇迹和之后的亚洲危机产⽣原因，我们需要作出更加⼀致性
的能切中问题实质的理论解释。 
为解释是什么让东亚和西⽅在经济活动进⾏⽅式上有不同，我
和同事从治理层⾯提出了更能使前后⼀致和切中核⼼的理论以解
释亚洲奇迹和亚洲危机，将其称为“法制为本的企业治理与关系为
本的企业治理之⽐较”（Li 1999, Li and Li 2000）。我们认为，欧洲
与亚洲的区别就在于对经济活动的治理。具体来讲，他们以信息种
类和治理执⾏⽅式（公共⽅式相对私⼈⽅式）为依据，提出东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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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赖私⼈秩序，即关系为本的企业治理；⽽西⽅则依赖公共秩序
，即法制为本的企业治理。 
我们的贡献就是从成本/效益的⾓度来⽐较这两者。当经济的规
模与范围很⼩时，关系为本的企业治理是有效的。反过来看，法制
为本的企业治理模式有利于规模和范围超出局部地区⽽发展⾄全
国乃⾄国际市场的经济体。随着经济活动的扩展，关系为本的企业
治理⽅式会变得成本⾼昂且⽆效。因此本理论框架的⼀个逻辑论断
就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本着关系为主的企业治理的社会最
终将不得不接受向以法制为本的治理转型。 
换句话来说，我们认为，关系为本的治理⽅式以其低廉的成本
在东亚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使其经济体在并不完善的法制制度下
得以快速起飞，从⽽促进了早期的亚洲奇迹。然⽽，随着这些经济
的发展和市场的扩⼤，亚洲国家开始从关系为本向法制为本的治理
制度转型。在转型期间，旧的关系为本的⽅式消退，但新的公共法
规却还没有形成效⼒，引起监管治理真空，这就是亚洲⾦融危机产
⽣的主要原因（Li 1999; Li & Li 2000）。 
⾃ 1980 年代起，⼤多数亚洲国家都努⼒从关系为本向法制为
本的治理环境转型，有着不同程度的效果。以中国为例，其经济改
⾰可被视作⼀次消除凭借私⼈关系取得交易的⽅式以受约于更多
公共规则的伟⼤努⼒（Li, Park et al. 2004）。但中国能真正地摒弃关
系为本的治理⽅式并采⽤公共规则吗？有⼈指出因其漫长历史和
独特⽂化遗留的影响，中国永远不会转变成法制为本的社会。 
⾃从我们的理论问世以来，在⽐较西⽅与⾮西⽅企业治理模式
并探究⼆者是否能融合以及如何融合等⽅⾯的研究兴趣就⼀直在
增长（Dixit 2004）。从总体上来看，关于有着独特⽂化遗留的新兴
国家或地区是否需要发展出其独特的经济活动⽅式及管理模式⽽
不必采⽤西⽅的成规的问题上，学术界⼀直都存在着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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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 2002, Barney and Zhang 2009, Leung 2009, Li and Nair 2009, 
Alon, Child et al. 2011, Lin 2011）。本⽂意在参与这场辩论并回应“
中国不会从关系为本的治理向法制为本的治理转型”的论点。我将
对为什么中国会从关系为本向法制为本转型作解释。⾸先，我会回
顾对关系为本与法制为本作出⽐较的这⼀理论框架，然后我会在逻
辑上和理论上讨论为什么中国会从关系为本向法制为本的企业治
理转型，同时提供有⼒的实证依据。 
法制为本与关系为本的企业治理环境的对比 
法制为本的企业治理与关系为本企业治理之理论框架的基本
主题在于为什么在社会中组织和个⼈为了在社会经济交流中保护
其⾃⾝利益会选择某种特定的治理机制类型（关于此理论框架的概
要，请参见（Li 2009））。治理被⼴泛的定义为监管、指导和控制经
济活动，包括保护公司和个⼈在社会经济交流互动中的利益，如在
合资企业中的利益。公司和个⼈如何保证他们的利益主要取决于他
们所有的信息类型和执⾏⽅式，如依赖私有信息（⽐如秘密语⾔、
传⾔）和私⾃执⾏的⽅式（⽐如私了、雇佣杀⼿等违法⾏动），或
依赖公共信息（⽐如信⽤报告、财务公开）和通过法律的执⾏⽅式
（如法院裁决、处罚）。 
根据上述理论框架，企业和个⼈选择何种治理机制（如，私下
或者公共）取决于他们所在社会的宏观治理环境（governance 
environment），也就是⼀个社会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化制度。
它们促进或限制了社会上组织和个⼈对某种治理模式的选择。例如
，若社会的法院是公正有效的，⼈们就会倾向于通过法院来保护合
约；但是，若社会的法律⽆权威且法官腐败，公司就会选择通过违
法⽅式（如私⼈调停）来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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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两种最盛⾏的治理环境：法制为本的环境和关系为本
的环境。根据我们的理论，在⼀社会中若法律制订的程序透明公正
，法庭就能公正有效地执⾏法律，法官就会廉洁和公平，组织和个
⼈就会倾向于依靠公共法律来解决纠纷和保护⾃⼰的利益，法制为
本的治理环境就会存在和盛⾏。法制为本的治理环境⼀个很重要的
特点是它是靠良好的公共秩序基础设施来⽀持的，包括法律的制订
、法律的阐释和法律的执⾏机构（在后⾯将会更详细地讨论）。法
制为本的治理环境的另⼀很重要的特点是，必须有⼀个极少受⼲扰
、⾼质量的公共信息体系来保证它能有效运作。换⾔之，治理要执
⾏所依赖的公共信息，如年度财务报告、信⽤等级或银⾏对账单等
必须值得信赖和可靠。 
与法制为本的治理环境相对的是关系为本的治理环境，在关系
为本的治理环境⾥⾯，组织和个⼈⼀窝蜂地依靠私⼈关系，⽽不是
靠遵守公共法规，来保护企业和解决纠纷。此种治理环境的存在是
公共秩序不公正和低效引起的结果。在关系为本的治理环境下，法
律的制订通常没有公平的代表参加程序⽽法庭也不公正。组织和个
⼈通常倾向于诉诸于私⼈⽅式办事，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贿赂政府官
员、雇佣犯罪集团，或加⼊和发展能⾮正式地提供保护和获取稀缺
公共资源（如执照和公共⼯程）的私⼈关系⽹以寻求保护。必须澄
清的很重要的⼀点就是，关系为本的治理和利⽤正当关系做⽣意（
如关系营销）不可相提并论：后者是通过已建⽴的关系为顾客提供
量⾝定制的产品/服务，是完全合法的；⽽前者则是通过私底下的⽅
式或私⼈关系来获得保护（在⼤多数现代社会⾥这是种公共服务）
或其它公共商品（如公共⼯程）。这意味着绕开法律和其它公共秩
序（如公共⼯程的公开招标）来博取私⼈利益。换⾔之，关系为本
的治理违背了公共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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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治理环境的理论框架，尤其是其中对法制为本与关系
为本的⽐较，学者们对中国的情况作了深⼊的分析，得出中国是极
少依赖法制⽽极多依赖关系的社会之⼀（关于对这些分析的回顾，
请参见 Li（2009））。因⽽本⽂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中国是会继续维
持关系为本社会，还是变为法制为本社会？ 
中国不会向法制为本转型的论据 
关于中国为什么不会从关系为本的治理转变为法制为本的治
理有两个论据。⾸要的也是最主要的论据是从⽂化⽅⾯切⼊，即，
关系为本的治理已根深蒂固于中国商业⽂化中，讲究的是⼈们在这
⼀社会背景下长期培养起来的互惠互利关系。第⼆个最常见的所谓
“根深蒂固”理论是从经济和政治⽅⾯切⼊，意即关系为本的治理
是如此根深蒂固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之中，以⾄于有权势的强
⼤利益集团皆根盘枝绕于此体制且受益于此体制，并会对任何摒弃
关系为本治理制度的活动形成不可战胜的障碍（关于上述论点，请
见（Dirlik 2012）的综述，林南的⽂章也涉及相关的讨论（Lin 2011
））。 
中国会向法制为本转型的论据 
在下⽂中我将⽤逻辑论据，理论论据，和实证论据来证明为什
么中国会从关系治理向法制治理转型。 
逻辑论据 
逻辑论据是建⽴在两种治理制度的不同成本结构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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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制为本的制度如要有效且⾼效地运⾏，需要牢固的法律基
础设施，包括⽴法系统（议会或国会），司法系统（即⼀系列的国
家法院和地⽅法院以及许多训练有素的法官）和能有效且⾼效地执
⾏法律的⾏政机构（警察和其它执法机构）。法制为本的体系还要
求有⾼效的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包括合理的会计、审计、评级机构
和值得信赖的公共信息⽹络及媒体。建⽴这些系统的成本是很⾼的
；但是，这些成本是固定的，因为⼀旦这些系统确⽴，执⾏每⼀项
交易的增量成本就会被最⼩化。因⽽法制为本的制度从根本上有利
于⼤规模⼤范围的经济体，在这种经济体中的企业往往⼀直不断地
与陌⽣⼈或机构做⽣意，且此种经济交易能完全不靠关系⽽靠公平
竞争来进⾏：⼀家企业从另⼀家企业采购商品不是因为它们关系好
，⽽是因为后者能提供更有竞争⼒的商品价格。 
相⽐之下，关系为本的制度的固定成本很低。公司和个⼈往往
通过诉诸于⾃⼰的私⼈关系解决问题。在关系为本的社会⾥，警察
和法院是否有充⾜的经费以及是否能有效和⾼效的履⾏职责，都不
如在法制为本的社会⾥那么重要。因为⼤多数成功的企业都倾向于
向其私家关系⽹寻求保护，它们只需要最低程度的公共秩序就可以
正常地做⽣意了 – 如只要在去银⾏（跟他们有着良好关系的银⾏
）的路上不⾄于遭到抢劫，就算是最低程度的公共程序了（Li 1999
）。另⼀⽅⾯，在缺乏有效且⾼效的公共治理制度的情况下，与潜
在的⽣意伙伴建⽴关系的成本是⾮常⾼的。这就是为什么⼈们在关
系为本的社会中喜欢与熟⼈做⽣意─是为了将治理成本最⼩化。⾸
先⼈们会雇⽤家庭成员来⼀起做⽣意，随后随着⽣意的扩⼤，⼈们
会聘请⾃⼰的亲戚，然后是⾃⼰的朋友，之后是同村、同镇或同省
的⼈。在雇完了认识的⼈之后，他们将不得不雇⽤他们不太了解的
⼈。 
【當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21, No. 1, 2014 
中国痛苦而必须的从关系到制度的转型 153 
因此，不像法制为本的制度，关系为本的治理制度的边际成本
很⾼且是递增的，如图 1 所⽰。因此本逻辑论断是，随着经济体的
规模和范围从本地发展⾄全国乃⾄全世界，以关系为本的治理将会
失去其成本优势；为了让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保持竞争⼒，中国必
须向法制为本的制度转型。 
 
图 1 两种治理模式的成本和规模比较（Li, 1999） 
在过去三⼗多年⾥，⾃从经济改⾰启动后，中国经济已从⼀局
部型封闭型经济体快速发展成⼀拥有全球市场的更开放经济体。虽
说要知道中国在关系为本治理制度的成本曲线中处于哪⼀位置，还
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才能明确，但有⼀点可以确定，即：随着经济
规模和范围的扩⼤，中国将不得不转型，摒弃关系为本的治理制度
并建⽴更加以法制为本的治理制度。 
从社会公正理论学（Rawls 1971）的⾓度来看，转型也是不可
避免的。利⽤深⼴的关系来获得公共商品和保护是种特权，⽽这种
Average 
transaction 
cost 
Rule-based 
Turning point 
Relation-based 
Scale and Scope of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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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权只有少数权贵和⼈脉发达⼈⼠能享有，其它⼈却不能获得。因
此关系为本的治理只有利于⼀⼩撮⼈组成的排外集团，这些⼈因其
家庭背景或其它私⼈关系在社会上⼈脉发达且富有，但社会上的⼤
多数⼈却很难获得公共商品（包括公⼒保护），不是因为他们争取
公共商品的能⼒缺乏，⽽是因为他们没有深⼴的私⼈关系⽹或⼀定
的家庭背景。因此关系为本的制度否决了社会公正，是不平等的。
如果我们相信社会发展在世界范围内的长期趋势是⾛向社会公正
和机会平等，那么中国必须向法制为本的制度转型。  
这两种制度能在⼀个社会中作为两种主要治理模式共存吗？
中国能在将法制为本的制度建⽴为主要治理模式的同时，还将关系
为本的制度保持为另⼀种主要治理模式吗？换⾔之，这两种主要模
式能长期同时运⾏⽽且取得平衡吗？逻辑答案是否定的。利⽤私⼈
关系获得通过其它途径⽆法取得的公共商品就意味着规避（违犯）
公共法规。这种关系模式的盛⾏将使⼈们选择逃避法制制度中的公
共规则，从⽽使这些规则⽆效。另⼀⽅⾯，如果⼤多数⼈都相信并
依赖公共规则，系统性规避公共规则的组织或个⼈就会被发现并惩
罚（Platteau 1994）。这样关系为本的治理将会受到抑制和排挤⽽最
终沦为⼀种残留治理模式。因此这两种制度是对⽴和不能长期共存
的。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认识到当今现有的治理环境都不是单⼀
的：没有完全以法制为本的制度，也没有⽆公共秩序且完全以关系
为基础的制度。所以，在⼀个社会⾥，若法制为本的治理模式占主
导地位，如芬兰（见下⽂中的讨论），我们视这个国家为法制为本
的社会；同样，若关系为本的治理模式占这个国家的主导地位，如
中国，那么我们就视这个国家为关系为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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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理由反对转型的观点所存在的问题 
为了说明为什么前⽂所提到的⽤⽂化观点来证明中国不会向
法制制度转型的论点是不正确的，本⽂⽐较分析与中国⽂化相似社
会的治理制度，⽐如中国⽂化占主导地位的台湾和⾹港的治理。 
尽管⾹港在 1997 年前被英国统治了约百年之久，英国⽂化的
影响仅局限于统治精英阶层和英国侨民。⼤多数⾹港居民都是中国
⼈，保留着浓厚的传统中国⽂化。根据 Hofstede 的五个⽂化维度
（Hofstede 2012），⾹港⽂化与中国⽂化是明显相似的。 
历史上，台湾⼀直是中国⼀部分。台湾⽂化传承⾃中国，并且
台湾⽐中国⼤陆更好地保留了中国⽂化，因为它没有遭受摧毁中国
传统⽂化的共产主义⾰命。台湾和中国⼤陆之间 Hofstede 的五个⽂
化维度（权⼒距离程度，个⼈主义程度，男性/⼥性主导程度，避险
⼼理程度，长远计划程度）的⽐较表明，在⼀些关键维度上⼆者有
相似性（图 2）。 
 
图 2 Hofstede（2012）的五个文化维度的比较，中国，香港，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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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陆，⾹港，和台湾这三个社会的治理制度却显⽰
出很⼤的差异。我们可⽤两套治理测量⽅法来检验这些差异。第⼀
套⽅法是治理环境指标（GEI），由 Li（2009）研究出来的，以五个
治理尺标为基础：(1)政治权⼒，(2)法律规则，(3)公众信任程度，(4)
信息的⾃由流动度，(5)会计标准的质量。第⼀个和第⼆个尺标测量
了公共规则的完善和执⾏状况，第三和第四个尺标测量了公共信息
的质量，第五个测量了能促进法制制度的⽂化要素。根据 GEI 最⾼
6.41（法制化最⾼的国家为芬兰）最低-8.13（法制化最低的国家为
伊朗）的范围，⾹港是三者中法制化程度最⾼的（GEI 为 4.02）；
台湾居中，其 GEI 为-0.13；中国⼤陆最低，为-5.92。中国⼤陆是法
制化程度倒数第⼆的国家，仅次于伊朗。 
我们也将世⾏的全球施政指数报告（WGI）（World Bank 2012
）作为另⼀种测量⽅法来检验中国⼤陆、台湾和⾹港间的差异。
WGI 有六个治理指标：(1)发⾔权与问责，(2)政治稳定性，(3)政府
效能，(4)法规质量，(5)法治，(6)腐败控制。基于六个 WGI 指标的
总和最⾼为 12.5（即法制化程度最⾼），最低为-12.5（即法制化程
度最低），⾹港是法制化程度最⾼的（得分 8.43，其法治建设在所
有国家中的百分等级为 87%），台湾也可算是以法制为本的社会（
得分为 6.05，百分等级为 80%），⽽中国⼤陆是法制化最低的（得
分为-3.55，百分等级为 34%）。 
这些⽐较表明，尽管⾹港和台湾与中国⼤陆有相似的⽂化，它
们治理的法制化要远远⾼于后者。因此，中国因其⽂化⽽不会向法
制为本制度转型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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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论据 
中国需要转型 
许多政治经济学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益认识到中国需要转
型。虽然他们并没有⽤我们所发明的“关系为本”和“制度⽂本”
这样的专有名词，但他们的观点的含义和我们的理论是重合的。下
⾯仅引⼀部分。 
中国央⾏⾏长周⼩川尖锐地批评了关系为本的模式，并公开呼
吁改⾰建⽴法制为本制度。周在⼀场备受瞩⽬的采访中表⽰“真正
和根本性的⾦融改⾰应靠法律法规来引导⽽不是个⼈权⼒。”他还
公开表明“⾼层”（中央政府）是“改⾰的真正阻⼒”（Backchina.com 
2012）。 
周坦诚的⾔论在⼀个如中国般以关系为本的社会是⾮同寻常
的，中国的官员们都保持低调，避免作任何可能含实质内容的⾔论
。关系为主的治理之本质要求供决策的重要信息必须被保持为枢密
，并对违反这⼀被严格遵守的不成⽂规则的内部⼈员（官员）进⾏
惩罚。也许没⼈⽐前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更清楚这条规则了。
在⼀次⾹港新闻招待会上，江开始对记者的提问并没有作过多回答
，但之后却失控并吐露了天机：“闷声发⼤财!”（Xiao. 2003）。现在
周却公开批评被其上级们拥护的以关系为本的体制，这不仅表明了
中国社会向法制为本的治理改⾰的迫切性，也表明了关系为本体制
在惩罚打破沉默者（如周⼩川）⽅⾯的逐渐软化。 
耶鲁⼤学研究中国改⾰的学者陈志武最近批评了中国当前产
业政策， 及企业要想⼊⾏是“看关系⽽不是看能⼒”的问题。他指
出，若不改⾰这⼀关系为本的⽅式，中国经济将⽆法保持进⼀步的
增长（Ch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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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理⼯研究中国改⾰的学者黄亚⽣认为法治的缺乏实际上伤
害了中国的权贵们，包括最有权⼒的官员们。当他们在政治⽃争中
失败时，他们会受到不公正对待，会被监禁甚⾄处死（Huang 2012
）。这种权贵们所创建的秘密治理制度常常将其创造者们吞噬掉。 
⼀个绝好的例⼦是⾕开来，她是前中共⾼官薄熙来的妻⼦，成
功的⼥企业家，还曾是名颇有能耐的律师。⾕曾是中国关系为本制
度的受益者和热忱的拥护者。她曾写⽂章和书来赞扬中国的法律制
度能迅速地惩治社会上的坏⼈。⽽如今她则⾃⾝被贴上坏⼈的标签
，在被精⼼安排的审判中于世⼈的众⽬睽睽之下被判处⽆期徒刑（
FlorCruz 2012）。 
Claremont McKenna 学院研究中国改⾰的学者裴敏欣引⽤其它
国家的例⼦和国内压⼒来说明中国需要改⾰ （Pei 2012）。裴认为
中国的威权政体可能不会存在太久了，⽽这⼀威权政府的官员就是
是关系为本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论断的根据是，世界范围内的统
计数据表明⼤多数威权政体在⼈均收⼊达到 6000 美元时必定会被
改朝换代，⽽中国当前的收⼊⽔平⼤致已达到这⼀位置（根据 IMF
数据，中国⼈均收⼊按购买⼒平价计算为 8382 美元，按名义价值
计算为 5414 美元）。 
裴还认为，每七个⼤学毕业⽣中只有⼀个能有幸⼊党，⽽只有
⼊党后才有可能成为可以享有关系为本制度带来好处的特权阶级。
他认为这些事实情况都将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并增加向更公开
、更公平、更以法制为本制度转型的社会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者,政策研究思想家于建嵘认为中国已处
于⼗字路⼝，必须建⽴法治并摒弃以私⼈关系为本的牺牲⼴⼤的普
通⼈民群众为代价来让少数⼈获益的经济制度；若不然，中国可能
会陷⼊政治混乱中并引发⾰命（Y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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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经济学家张维迎最近也指出中国需要建⽴以公平的公
共法规为基础的真正⾃由市场。有趣的是，他对所谓的“中国模式”
（及强⼤的政府权⼒和少数⼏个拥有特权的⼤公司）持⾮常怀疑的
态度，⽽认为，以公平公共规则为基础的⾃由市场思想在本质上并
不是“西⽅”思想，⽽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思想（Zhang 2012）。 
最近有 70 多名学者签署公开信呼吁改⾰。他们特别呼吁政府
遵守宪法、实施民主选举、尊重⾔论⾃由、深化经济改⾰、建⽴独
⽴的司法并使宪法⽣效（Gongshiwang 2012）。 
实证证据 
定性证据 
在 1970 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开启了经济改⾰，意在引⼊市场
动⼒，制订新经济法规以更清晰地划定和保护财产权，并使政企逐
渐分离。所有的这些努⼒都是为了摒除旧时代的以关系为本的经济
活动治理⽅式，并建⽴更有效⼒的公共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讲，这
场经济改⾰就是从以关系为本的制度向法制为本的制度转型的⼀
次尝试。 
在 1990 年代末期，政府呼吁进⾏银⾏改⾰，让银⾏贷款以市
场⽽不是关系为基础，从⽽消除对国企和有关系的公司的包庇。政
府还宣布了其清理⾛私（及有关系的公司能不付关税就能进⼝货物
─⼀种关系贸易的表现）和禁⽌政府机构做⽣意的意图，从⽽减少
了政府官员及其亲戚进⼊受保护限制之⾼利润⾏业的机会（Hofman 
and Wu 2009）。 
另⼀转型证据就是中国采⽤了国际标准来管理贸易和⾦融。在
2000 年，中国加⼊了世贸组织。六年后，中国采⽤了国际财务报告
准则，及 IFRS。根据我的治理环境索引，会计信息的质量是法制为
本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Li, 2009）。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更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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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和公开原则，让公众能查阅和评估公司的财务信息，对以法制
为本的制度来说是⾄关重要的。中国能采⽤这⼀准则表明中国政府
为加⼊以法制为本的国际团体做出的努⼒。研究表明，在中国采⽤
IFRS 后，中国股市投资者对公开发布的财务信息的依赖⽇益加重。 
在⼀个以关系为本的社会⾥，转型开始的信号标志就是公共规
则的制订（Li, 2009）。例如，在台湾从关系为本向法制为本转型期
间，许多组织和⾏业都设⽴了⼤量新的正式规则来管理资源和奖赏
的分配。在⼤学⾥，终⾝教职资格和晋升的授予受到⼀套严密的规
则的约束，使得院长和校长们在授予程序中⼏乎⽆权。造成这⼀过
度制约趋势的原因在于对官员滥⽤权⼒的恐惧，⽽在以关系为本的
社会中，这种滥⽤权⼒是普遍现象。因此⼀旦选民们有了制订规则
的权⼒，他们就会使⽤这⼀权⼒以尽可能地限制官员们的⾃由裁量
权。在中国的公共部门⼯作分配中存在着类似的例⼦。现在公共部
门的⼈事聘⽤⼏乎都必须经历严格的考试程序（Netschool 2011）。
我曾听到⼴州⼀名⾼官抱怨他甚⾄不能⾃⼰选秘书，因为⼈事部门
会⾃动将选拔考试中得分最⾼的⼈聘⽤。 
另⼀促使中国转型的强⼤驱动⼒是互联⽹。以关系为本的治理
和互联⽹在三个⽅⾯是正⾯冲突的（Li, 2009）。⾸先，以关系为本
的治理在组织内或社会内是⾼度中央集权的。最⾼领导有着绝对权
⼒。⽽⽹络是互联的电脑组成的没有中⼼的⽹，因此是分散的和⼤
众化平等的。其⼆，分割性是以关系为本之治理的特点之⼀，因为
每个私⼈关系⽹或⼩圈⼦都有⾃⼰秘密的沟通⽅式，⽽⽹络公开和
普遍化的原则促进了社会的互联性。其三，以关系为本的制度依赖
于对秘密的保持和信息的控制，⽽⽹络却能促进信息的⾃由流动。
在中国，曾经有⼀些著名案件⾥腐败官员是被“⽹民”所曝光的。理
论上，⽹络会促使公众信息更有效地传播，从⽽提升法制治理的效
率。但刚好相反，鉴于关系为本制度中信息的机密性，⽹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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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限制的。换言之，网络会使关系为本制度与法制为本制度间的
效率差变大，从而加大关系为本制度向法制为本制度转型的压力（
Li，2009）。 
定量证据 
相对来说，对中国长期以来在治理制度方面的演化的定量证据
比较难以获得。一种途径是可以依照由国际评级机构所开发出来的
与经济治理相关的指数对治理制度做定量评估。我们考虑利用这些
指数中的两个作为测量长期治理的指标： 
第一个是经济自由指数（EFI），由Fraser Institute出版（Gwartney, 
Lawson et al. 2012）。本指数“测量了一国政策和社会体系对经济自
由的支持程度”。这一指数以 42 个变量为基础来测量以下五个广阔
领域的经济自由度：(1)政府规模，(2)法律制度和财产权，(3)货币
健全，(4)国际贸易自由，(5)法规。很明显，其中的三个领域（2、4
、5）与健全的法制监管制度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把这一指数
作为用来检验中国向法制为本制度的转型的标尺。在 1980 年，中
国的 EFI 是 3.64。截至 2010 年，这一指数已大幅高了，为 6.37（
注意：EFI 的范围为 1（最不自由）到 10（最自由））。 
我们用来衡量中国治理制度演化的另一指数来自于世界银行开
发的 WGI，由六个治理指标组成，从 1996 年统计至 2011 年（（世界
银行 2012）参见前文）。通过比较中国在 1996 年和 2011 年间的治理
指标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从法制治理的层面上讲，中国的这六个监
管指标中，两个（法治和政府效能）表现出些微进步，一个（法规
质量）大体保持不变，另三个（对腐败的控制、发言权与问责制，
以及政治稳定性）显示出退化。 
【當代中國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 Vol. 21, No. 2, 2014 
162 中国痛苦而必须的从关系到制度的转型 
 
图 3  中国治理指数变化：2011，1996（World Bank, 2012） 
汇总上述两个指标得出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启动经济
改⾰后的三⼗年⾥，其经济制度已向法制为本作了⼤幅的转型（如
1980 ⾄ 2010 年 EFI 的改变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三⼗年
的下半段期间，向法制为本的转型不仅慢了下来，⽽且还在⼀些⽅
⾯倒退了（如 WGI 从 1996 ⾄ 2011 年的改变所⽰）。法制指标从 1990
年代中期到现在的退化趋势可以从部分 EFI 中看出来。例如，我们
注意到 EFI 的第⼀个指标，即政府规模，从 1980 年到 1995 年间从
3.58 上升到了 4.02。从 1995 年起，这⼀指标则⼀直轻微但稳步地
下降，直到 2009 的 3.23 低点。（2010 年有些许改善，但我们不能
确定仅仅这⼀年的观察结果是否能形成新的趋势）。这种不向法制
为本改⾰的趋势，或者说与法制为本背道⽽驰的趋势，似乎与我的
论断─中国正向法制为本的治理转型 — 相反。若确是如此，那我
论断的根据何在？ 
CHINA 
Compa--ison between 2011,1996 (top-bottom order) 
Voice and Accountabilitiy 
Goverm~ent Effectiveness 
Regulatory Quality 
Rule of Lai, 
Control of Corruption 
8 25 58 75 188 
Country's Percentile Rank (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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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更进⼀步地审视这两个治理指标中某些指数的改变，我
们就会得到⼀些启⽰。在法制⽅⾯进步最多的指标是贸易⾃由、政
府规制、政府效能以及法治。这些指标均是以法制为本治理制度的
核⼼。从这些趋势来看，我们当然可以论断中国在改⾰开启后的三
⼗年⾥已向法制为本的制度转型了。 
在 EFI 指标中，在过去三⼗年⾥惟⼀没有进步甚⾄退化的指标
是政府规模。在 WGI 中，在法制⽅⾯倒退的指标为发⾔权与问责制
、政府稳定性，以及对腐败的控制。这些指标是与政府规模和权⼒
的增加相关的。这说明了中国到底有没有治理转型的事实是：尽管
中国已在制订公共法规⽅⾯做出了巨⼤的进步，但是因问责机制的
缺乏和变得更⼤更有权的政府机构，腐败问题被进⼀步激发。因此
，似乎导致法制治理缺乏进步的源头就是政府本⾝。 
国家的角色演变 
⾃从中共在 1980 年代早期启动经济改⾰后，其早期主要⽬标就
是经济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对经济的⼲预。改⾰的结果使得更多的经
济和商业法律被制订，国家政策和规定变得更以法制为本，公民和
私企获得了更多的⽣意和谋利的⾃由和机会，财产权变得更安全（
Hofman 和 Wu 2009）。到了 1980 年代后期，⼤量的公务员就开始辞
去稳定的⼯作‘下海’变成企业家（Baidu Baike 2012）。这⼀趋势⼀直
良好地持续下来，直到 90 年代⼀些新变化的发⽣促进了这⼀趋势的
颠覆。  
⾸先，1989 年的民主的运动让中共认识到它不能放开放权或政
治松动的阀门，若不然会导致⼀党专政的消失。前苏联和其它东欧
国家共产主义政权的完全崩溃更是再次加强了中共领导⼈的这⼀信
念。因⽽政府权⼒得以加强巩固了。其次，为重振经济，中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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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模的私有化─将⼤多数中⼩国企卖给党政官员或与党有良好
关系的⼈。具体地说，买家会贿赂掌管企业出售的官员，⽽官员也
会将国企⼤减价出售。在这⼀过程中，这些新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们
变得富有起来。其三，私有化所释放的⽣产⼒和效率助推了中国经
济取得⾼增长。这⼜反过来使官员们能从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寻租⽽
不会遭到⼈民太⼤的愤恨，因为⾼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也改善了普
通⽼百姓的命运，尽管他们获得的好处⽐政府官员少得多。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政府收益变得更⼤，官员也就更有权了
。根据陈志武的计算，从 1995 年到 2007 年，中国政府的收益增长
了 470%，这明显⾼过城乡居民的收⼊增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
期的收⼊增长率仅分别为 60%和 20%（引⽤⾃（Huang 2012））。中
共领导⼈在从经济增长中分得最⼤份额好处的同时，⽇益认识到垄
断所带来的益处，所以决⼼维持其对全国的牢固控制，没有放权的
迹象或意愿。 
除了加强独裁以外，政府开始重新作为主要参与者进⼊经济领
域。根据各项估算，中国政府现在拥有中国经济的 50%（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12）。国家部门中带有
许多特权的⾼薪岗位已成为⼤学毕业⽣最青睐的⾸选（Suqian City 
Government 2011），这是对 1980 年代末期和 1990 年代早期下海潮
的明显颠覆。在 2006 年，政府宣布国家必须保持对国家安全⾄关
重要之⾏业的“绝对控制”，⽽这些⾏业的⼤多数都是⾼利润⾏业，
如⽯油、电信和银⾏业。政府⼜建⽴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SASAC）来监督最⼤的 121 家中央政府所有的⾮⾦融公司，其中⼤
多数处于垄断地位并⽆理地享有⾼额利润（新华社 2006）。 
从 2007 年到 2010 年，这些公司的收益从 10.03 万亿⼈民币（1.5
万亿美元）上升到 16.78 万亿⼈民币（2.7 万亿美元），在仅仅三年的
时间⾥增长率达惊⼈的 68%。很多最⼤的国企都被⾼官⼦⼥和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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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的，这些人被称为“太子党”。根据彭博社报道，曾与毛泽东一起
革命的八位革命领导人（称为“八老”）的 26 个太子党后代控制了大
量的国有资产。而且，所有这些太子党都互通婚姻。尽管很难得知
他们所控制的真正资产总额，彭博社估计其中三名太子党在 2011 年
控制着约 1.6 万亿美元资产（Bloomberg 2012）。   
症结在于政治制度 
关系为本的治理向法制为本治理转型的最根本阻力不是文化，
而是政府及根基牢固的政府官员。在这方面，就这一点而言我是部
分同意“根深蒂固”理论的。尽管传统的“根深蒂固”理论集中于讨论商
界根基深厚的关系网，我却更加关注以有历史根基的政府官员。毫
无疑问，为了让中国向以法制为本的治理转型，中国非常需要进行
政治改革。 
尽管不能将民主和以法制为本的治理混为一谈（如，香港没有成
熟的民主体制，但却有高度发达的法制），这二者是通过共同的充分
条件紧密相连且相互重叠的，即，以法制为本的制度和成熟的民主制
度都要求有强有力的法律规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呼吁政治改革或
民主化几乎就等同于呼吁向以法制为本的治理制度转型。对中国境内
外的媒体作一简短调查就会让人快速得出这样一个共识：中国需要政
治改革，政府及政府官员是阻碍改革的最大绊脚石。确实，这一观点
正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同，并很少受到争议。而引发最多争议的议题是
中国要如何才能打破这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制度，如何才能开启政治改
革以消除一党专政，以及这场改革何时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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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何时以何种方式转型，而非是否转型和为什么转型 
这篇⽂章将宏观上的国家治理环境与微观上公司和个⼈对治理
模式的选择区分开来。治理环境是指整套的主要政治、经济、社会
和⽂化制度。这些⼤体上的制度影响着公司和个⼈对治理模式的不
同选择（如法制为本或关系为本制度的选择）。   
基于本⽂中的分析，我认为，关于中国从关系为本治理向法制
为本治理转型的问题不是是否转型和为什么转型的问题，⽽是何时
以何种⽅式转型的问题。中国的⽂化不是阻碍其实现法制为本治理
的主要障碍。把中国⽂化当作阻⽌中国采⽤法制为本治理制度的主
要原因就像是把中国⽂化（或东亚/儒教⽂化）当作东亚国家不会变
成民主国家的理由⼀样。⽽事实上许多东亚国家都已变成成熟的民
主国家（如⽇本、台湾和韩国），这证明了这⼀理由没有说服⼒。 
⾄于何时转型，许多研究中国改⾰的学者们认为政治改⾰和变
化应该很快就会进⾏。裴敏欣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到了启动民主
化的临界值。鉴于现代没有超过七⼗年的独裁政权，1949 年建⽴的
中共独裁政权已接近其⼤限（Pei 2012）。黄亚⽣从中国⾼层领导⼈
的⼈⾝安全来说明这些领导⼈应采⽤法治，因为若没有法治，即使
最有权的⼈在政治⽃争中失败后也可能会遭到迫害（Huang 2012）。
换⾔之，如果中共⾼层领导⼈意识到拥有更好法治的益处（如⼈⾝
安全的保证）⼤于成本（如寻租特权的失去），他们就会推动法治甚
⾄民主的建⽴。陈志武认为如果中国不⽴即启动真正的政治改⾰以
对政府权⼒作⼀定的遏制并阻⽌政府收益不断上升，社会动荡可能
会变得不可控制（Che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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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改⾰迫在眉睫的共识似乎存在，那么在改⾰会如何
进⾏或应该如何进⾏⽅⾯，就很少有共识了。应该是场由占统治地
位的共产党来开启⾃限权⼒的从上⾄下的改⾰，还是应该是场由新
兴中产阶级或在政府新规划过程中的失地农民来领导⼀场 “阿拉伯
之春”式的⾃下⽽上的⾰命？ 
若不完成转型，就会限制中国经济的进⼀步增长并加重不平等现
象的出现。中国政府官员必须认识到转型的必然性以及不完成转型的
严重后果，主动和平地进⾏转型。企业必须意识到以关系为本的⽅式
可能正在消退，并准备好在法制为本治理下的合适运作⽅式。  
在这⼀主题上，治理学者们缺乏共识，甚⾄连辩论都缺乏，从
⽽使这⼀点昭然若揭：在设计这种改⾰或者说在建议政策制订者如
何实施政治改⾰⽅⾯，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准备来提供良好的指导。
原因在于，⾃亚当·斯密的理论在两百多年前问世以来，⼀直⽤于教
育我们的社会科学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完善现存的⾃由市场体系和民
主体系；⽽对政治和经济从⾮市场和⾮民主向市场和民主转型的研
究相对较新。我感谢裴敏欣在本刊编辑这场急需的辩论，并呼吁更
多的学者对这⼀议题作更多的研究解读，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了
解政治和经济转型的时间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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